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医学领域科研诚信制度化建设的现实逻辑

王　飞

（大连理工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辽宁 大连　１１６０２４）

［摘要］美国科研诚信制度性保障缘起于关于医学领域的科研不端事件的听证会，即关于斯特劳斯的听证
会；美国科研诚信制度的完善也与医学领域的科研不端事件，即巴尔的摩案和加洛案有着密不可分的联
系；不仅如此，德国、英国、挪威等国的科研诚信制度化建设也与医学领域的科研不端事件有着千丝万缕
的联系。这看似偶然性事件的背后事实上是从科研伦理到科研诚信发展的现实逻辑的反映。文章从案
例入手，深入挖掘这一事实逻辑，目的是启示我国医学领域在科研伦理制度化建设基本完备的情况下，积
极投入到科研诚信制度化建设中，改变现有的科研诚信制度化建设相对滞后的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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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医学领域的科研不端事件与制度性保
障的缘起

　　１９７８年，美国癌症临床研究人员斯特劳斯

（Ｍａｒｃ　Ｓｔｒａｕｓ）由于伪造数据和虐待病人，被波

士顿大学的附属医院解雇。３年之后，斯特劳

斯宣称自己是无辜的，并向其前研究团队中指

控他科研不端的５名成员提起３３，０００，０００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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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的阴谋诉讼。在一个研究医学、生物医学和
行为研究的总统委员会特别听证会上，斯特劳
斯说指控完全是伪造的，并且３年来他没有得
到科学同行的公正评议。食品和药物管理局与
国家卫生研究院受理此案［１］。１９８１年，在针对
科研诚信而举行的第一次听证会上，马克·斯
特劳斯和约翰·郎（Ｊｏｈｎ　Ｌｏｎｇ）事件引起了时
任田纳西州众议员同时兼任众议院科学技术委
员会调查与检查分委员会主席的阿尔·戈尔
（Ａｌ　Ｇｏｒｅ）和犹他州的参议员兼任参议院劳动
与人力资源委员会主席的奥林·哈奇（Ｏｒｒｉｎ
Ｈａｔｃｈ）的质疑：对他们的科学不端行为的调查
是否充分？———这两位研究人员都得到了国家
癌症研究所（ＮＣＩ）的项目资助。

戈尔的听证会是针对生物医学领域中的科
研伦理问题而举行的系列听证会中的第一个。
涉及的科研伦理问题，包括生物技术、人体研究
和产学关系。戈尔在听证会上听取了多方的陈
述，包括国立卫生研究院发言人、更广泛的科学
界的代表以及研究科学伦理问题的独立专家。
科学界的领袖人物为自己进行了辩护，科学自
我调节不管是过去还是未来都绝不是问题。但
是，听证会还是取得了至少两项成果：一是国立
卫生研究院（ＮＩＨ）的机构联络办公室（ＩＬＯ）在
协调对各研究所不端行为投诉的调查中开始发
挥更大作用；二是听证会导致了立法活动，戈尔
与他的同事、众议院能源与商业委员会的亨利
·韦克斯曼（Ｈｅｎｒｙ　Ｗａｘｍａｎ）在对国立卫生研
究院（Ｈ．Ｒ．２３５０）以及酒精、药物滥用与精神卫
生管理局进行重新授权的法案中，增加了适用
于不端行为的语言。后一个法案很快得以通
过，但里根总统两次否决了对国立卫生研究院
重新授权的法案。该法案直到１９８５年国会第
三次讨论后才得以通过，从而成为法律。两项
法律都强调了大学对管理科研不端行为的责
任，指示卫生与人类服务部（ＨＨＳ）要求所有被
资助的机构均建立确认科研不端行为的程序并
报告调查结果。戈尔的听证会因此成为科研诚
信制度性保障的缘起［２］（Ｐ１０６－１０９）。

在哈奇负责的听证会上，调查人员发现，研
究人员斯特劳斯在几年前就被指控有科学造假
行为，但他还是从国家癌症研究所得到了新的
项目资助。对此，国家癌症研究所的所长德维
塔（Ｖｉｎｃｅｎｔ　Ｖ．Ｄｅｖｉｔａ）辩护说，虽然波士顿大学
已证实了斯特劳斯的科研不端行为并解雇了斯
特劳斯，但国家癌症研究所没有对他开展调查，
原因是因为前所长认为国家癌症研究所不能干
预被资助机构的内部事务。在关于斯特劳斯的
讨论中，哈奇和麦岑包姆攻击德威塔对行政领
导漠不关心。在德威塔上任后９个月，卫生与
人类服务部的稽核员向国会提交了一份详细的
报告，以及一份有关专注于国家癌症研究所合
同监管的严重缺陷与修正办法不足的一个很长
的文件办法清单。德威塔承诺实行更强硬的领
导、更严格的审查［３］。哈奇的听证会还使得国
立卫生研究院设立了警示系统，目的是为被资
助机构与资助机构之间分享有关科研不端事件
的信息。资助机构的负责人可以利用警示系统
中的信息了解项目的基本情况，如推迟、延期或
者具有不端行为的科学家的项目批准情况。

此后好几年里，科学诚信问题淡出国会议
程。但是巴尔的摩案的发生又重启了听证会制
度。“巴尔的摩案”起因于１９８６年美国《Ｃｅｌｌ》杂
志上发表的一篇题目为《在含重排 Ｍｕ重链基
因的转基因小鼠中内源免疫球蛋白基因表达程
式的改变》的文章。该文署名作者为凯莉
（Ｉｍａｎｉｓｈｉ－Ｋａｒｉ）和巴尔的摩（Ｄａｖｉｄ　Ｂａｌｔｉｍｏｅｒ）
等四人。该论文发表一个月后，该实验室的一
名博士后研究人员奥图尔（Ｏ’Ｔｏｏｌｅ）偶然查看
了凯莉的实验笔记，发现论文中的一些数据与
试验数据不符，甚至有些关键性试验根本就不
曾做过。奥图尔于是向正准备聘用凯莉的塔夫
茨大学举报，大学把它转交给凯莉所在的 ＭＩＴ
研究所，研究所又让艾森（Ｅｉｓｅｎ）教授对此事件
进行审查。塔夫茨大学和 ＭＩＴ研究所的审查
结论是：论文中可能存在一些小错误，但没有作
伪迹象。奥图尔认为，既然发表的论文有不正
确之处，编辑部应该撤消论文。但论文作者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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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１９７４年曾获得诺贝尔生物学奖、当时任洛
克菲勒大学校长的巴尔的摩认为，这种情况是
很普遍的，拒绝撤回论文。尽管巴尔的摩自己
从没有被指控有不端行为，但他对凯莉的竭力
保护使该案件变成了众所周知的“巴尔的摩
案”［４］。

在后来的调查中，巴尔的摩又以自己不知
情为由推卸责任，这引起了人们对文章署名问
题的争论。斯图尔特（Ｗａｌｔｅｒ　Ｓｔｅｗａｒｔ）与费德
（Ｎｅｄ　Ｆｅｄｅｒ）专门写了一篇文章分析了由不端
行为的科学家所产生的各种合作署名的情况。
该文章成为１９８６年５月由众议院科学技术政
策专门工作组举行的听证会讨论的焦点。１９８８
年，丁格尔（Ｊｏｈｎ　Ｄｉｎｇｅｌｌ）在国会的任命下重启
对“巴尔的摩案”的调查。丁格尔的调查认为，
科学界管理者自身的能力值得怀疑，科学界自
我调节的机制，似乎没有导致基于经验证据的
怀疑性分析而做出道德中立的决定，而是导致
了利益共谋与利益冲突；此外，科学界还存在着
“大玩家”利用自己的声望将“小玩家”挤压出局
的情况。由于在调查不端行为的投诉方面，大
学的表现很糟糕，国立卫生研究院对它们的监
管也很糟糕，因此众议员罗恩·怀登（Ｒｏｎ
Ｗｙｄｅｎ）预言，政府在监督科学活动方面将发挥
更大的作用。他认为，由戈尔听证会带来的各
种制度保障不够有效。但是丁格尔的听证会遭
到了许多批评。

在开展了上述质询与调查之后，卫生与人
类服务部的总监察长办公室发布了一份报告，
以回应国会１９８５年的立法。同时，卫生与人类
服务部负责卫生事物的副部长罗伯特·温德姆
（Ｒｏｂｅｒｔ　Ｗｉｎｄｈａｍ）设立了一个专门的工作组，
寻求另一种解决方案。他们发布了一则提议设
立科学诚信办公室负责受理所有对科研不端行
为投诉、监督受资助机构、开展所需调查的事先
通告，公开征求人们对这一问题的意见。通告
还提出了这些功能是否应当属于总监察长办公
室的问题。通告引起了激烈的反应，人们认为
这是“干扰的、不必要的、不成熟的、浪费的、不

合时宜的、不可行的、重复的、成本太高的、没有
效果的、没有效率的，而且与先行原则———调查
不端行为的投诉应属于其所在机构的责任———
相左”（Ｒｈｏａｄｅｓ，１９９９），但是人们发现科学诚信
办公室（ＯＳＩ）比总监察长办公室（ＯＩＧ）更可取。
因为总监察长办公室没有资格、没有专业知识
和能力展开此类调查。国立卫生研究院认为自
己拥有所需的科学专业知识，只需要增加机构
联络办公室的人员即可。国立卫生研究院给机
构联络办公室增加了三个人。但是这很快也引
起了人们的反对，他们认为国立卫生研究院缺
乏开展调查的专长，而且离科学家太近了。最
终，卫生与人类服务部部长和副部长认为，任何
调查办公室都不会设在国立卫生研究院。

１９８８年秋，丁格尔与韦克斯曼提出了一项
修正案，即试图通过向国立卫生研究院重新授
权来成立科学调查办公室，结果没有成功。

１９８８年末，国立卫生研究院主任温加登，在了
解丁格尔对于设立机构的灵活态度之后，提出
设立两个办公室的方案：科学诚信调查办公室
（ＯＳＩ，主要负责监督和调查）和科学诚信监督
办公室（ＯＳＩＲ，主要负责宣传和教育）。１９８９年

１月初，温加登的提议得到通过，科学诚信调查
办公室和科学诚信监督办公室得以成立。在科
学诚信调查办公室成立的头几年里，举行了好
几次听证会，但是作为新兴的组织一直处于困
境之中。１９９１年，它需要再次获得国立卫生研
究院的授权，当时政府针对胎儿的组织研究的
禁令，使这项授权告吹。１９９２年２月，卫生与
人类服务部负责卫生事物的副部长梅森（Ｊａｍｅｓ
Ｏ．Ｍａｓｏｎ）向部长路易斯·沙利文（Ｌｏｕｉｓ　Ｓｕｌｌｉ－
ｖａｎ）提出了重组计划，即用科研诚信办公室
（ＯＲＩ）代替科学诚信办公室与科学诚信监督办
公室。１９９２年，国会通过了《１９９３年国立卫生
研究院复兴法》，授权科研诚信办公室的组
建［２］（Ｐ１０９－１１８）。

引发德国科学界高度重视科研不端并启动
科研诚信制度化建设进程的科研不端事件，也
发生在医学领域，即著名的赫尔曼、布拉赫伪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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篡改研究数据事件。肿瘤专家赫尔曼、布拉赫
曾被认为是２０世纪９０年代德国顶级的科学
家，１９９７年曾经和他们二人一起工作过的青年
学者黑尔特（Ｅｂｅｒｔｈａｒｄｔ　Ｈｉｌｄｔ）公开披露二人
合写的论文中存在伪造的数据。事件发生后，
两人曾先后一起工作过的地方———美因茨大
学、弗莱堡大学、德尔布吕克分子医学研究中
心、乌尔姆大学均成立了临时委员会，负责对二
人在不同时期的研究情况以及他们发表论文的
情况进行调查；此外还成立了一个总的联合委
员会，负责协调和评估临时委员会的调查结论。
由于赫尔曼曾是德意志研究联合会特殊领域研
究评审委员会成员，同时又是基因疗法工作组
组长，所以联合会成立了包括三名外国专家的

１２人的国际调查小组，从体制上研究科研不端
行为产生的原因、科学界自律的作用，从而为治
理科研不端行为提供建议。１９９７年，国际委员
会提交了《确保良好的科学实践建议》，提出了
关于良好的科学实践的主要原则，以及调查和
处理科研不端事件程序的建议［５］（Ｐ５４－６１）。在该
文件的框架下，马普学会的评议会通过了《质疑
科研不端行为的诉讼程序》（１９９７）；高校校长联
席会也在德国研究联合会的建议下，以《确保良
好的科学实践建议》为样本，出台了《应对科研
不端的程序模型》。许多高校和科研机构根据
德国研究联合会与大学校长联席会的建议，制
定了各单位的科研诚信纲要，设立了科研诚信
办事处（专员）［６］。

在英国，圣乔治医院的妇产科资深专家皮
尔斯病例造假事件，是英国学术界公开披露的
第一起科研不端案件。事件发生时，因为英国
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科研不端行为应对机制，
其医学职业的伦理标准主要由英国医学总会
（ＧＭＣ）负责制定和执行。事件发生后，英国医
学总会就该事件迅速展开了质询和调查，圣乔
治医学院也受圣乔治保健基金会的委托，成立
了由院长威廉·埃舍尔（Ｗｉｌｌｉａｍ　Ａｓｓｃｈｅｒ）为首
的调查组对之进行了调查，确认了皮尔斯的科
研不端行为，并指出他的行为不仅对其合作者

产生了不良影响，而且对公众的健康造成了一
定的威胁。随后，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ＭＲＣ）
发布了一系列涉及生物医学伦理和良好科学实
践的报告。１９９７年，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以此
为基础，正式发布了《关于科研不端行为指控调
查的政策和程序》，对科研不端行为的调查程序
进行了规定。２０００年，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又
出版了《良好科学实践指南》，该指南总结了良
好实践的关键要素，列出了设计和实施研究过
程中应遵守的准则［５］（Ｐ８１－８７）。

在挪威，２００５年１０月，口腔癌研究专家萨
博（Ｊｏｎ　Ｓｕｄｂ）在《柳叶刀》杂志上发表的一篇
关于巢式病例对照研究结果的文章，在这年圣
诞节期间引起了挪威公共卫生研究院负责人斯
图尔滕贝格（Ｃａｍｉｌｌａ　Ｓｔｏｌｔｅｎｂｅｒｇ）的注意。斯
图尔滕贝格将该文章告知了挪威国家癌症数据
库的督导委员会成员怀特教授，后经怀特教授
与萨博及他的导师里斯多次谈话，２０１６年１月

１２日，萨博向其所在医院（雷迪厄姆医院）的负
责人承认发表在《柳叶刀》上的论文和其它两篇
文章均存在数据伪造和篡改问题。１月１３日，
奥斯陆大学和雷迪厄姆医院就此事发表声明，
并迅速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对该事件进行调
查。委员会对萨博自１９９７年以来的３８篇论文
进行了审查；同时还对该事件带来的负面影响
进行了评估，包括对癌症病人治疗的过程，对雷
迪厄姆医院和奥斯陆大学的影响等；还对两家
单位的科研不端行为处理政策等进行评估和审
议。调查结果不仅证实了萨博公认的事实；而
且发现，他的导师里斯没有履行监管职责，存在
对病人数据的保密工作不到位、对萨博的论文
审查不严格等问题；此外，萨博和里斯的研究中
还存在其它不规范行为，如没有向相关管理部
门申请相应的许可，没有经过伦理委员会的评
估和审议等。为消除这起科研不端行为的国际
影响，提高应对科研不端行为措施的规范性和
有效性，营造有利于本国科研活动健康发展的
良好环境，２００６年，挪威颁布了《研究中的伦理
和诚信》法案，并根据法案，挪威成立了科研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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端行为国家调查委员会；此外，该法案还规定了
基层科研单位在科研不端行为处理中负有首要
责任。根据法案要求，挪威绝大部分机构也随
后开始制定并实施相应的科研不端行为管理规
范［５］（Ｐ１４３－１５１）。

在奥地利，引发奥地利科技基金部、科研部
等科技和教育管理部门及十几家大学和科研院
共同推进奥地利科研诚信办公室成立的原因，
与因斯布鲁克医科大学泌尿医师汉纳斯·施塔
拉斯违反操作规定存在着重要关联。

　　二、从科研伦理到科研诚信建设的现实逻
辑

　　文章列举这么多医学领域的科研不端案
例，要说明或证明什么？医学领域的科研不端
事件与各国的科研诚信制度化建设有必然的联
系？其实，文章列举再多案例也是无用之举，因
为只要提出一个反例，这样的论证逻辑就轰然
瓦解。但是文章还是这样做了，理由有二：一是
世界上第一个开始科研诚信制度化建设的国
家———美国的科研诚信建设起于医学领域的科
研不端事件；二是美国的科研诚信建设制度，对
世界各主要国家的科研诚信建设产生了重要影
响。不能否认，医学领域开启科研诚信制度化
建设的这一偶然现象背后有一定的必然性。在
第一个案例中也提到的，戈尔的听证会原本是
一次发生在医学领域的科研伦理听证会。其
实，从对科研伦理问题的关注演变为对科研诚
信问题的关注，乃是历史发展的现实逻辑。

回顾世界各国科研诚信建设的发展历程，
可以看出，无论是美国、英国、丹麦等科研诚信
起步较早的国家，还是后起之秀的德国、奥地
利、挪威等国，都经历了一个从科研伦理到科研
诚信的发展历程。早在１９４６年，西方盟国就针
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纳粹医生对战俘所犯的强迫
性不人道试验的罪行，制定了历史上第一部国
际公认的关于人体实验医学研究的伦理法典。
随后，世界医学会颁布的《赫尔辛基宣言》
（１９６４）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纽伦堡法典》所确

定的原则与精神，长期以来一直被看作是临床
研究伦理道德规范的基石。１９７４年，美国国会
通过了《国家研究法案》，成立了专门的委员会，
研究和编写有关法规，管理涉及人类受试者参
与的研究。该委员１９７８年通过的《贝尔蒙报
告》提出了尊重人、善行和公正３条基本伦理原
则，要求把每个人作为自主的行动者对待，保护
受试者免遭伤害，公正地选择受试者，公正地对
待研究的收益和风险。同年，德国正式颁布执
行《德国药品法》（１９７８）；十年后，英国制定《临
床试验伦理规则》（１９８８）都是对受试者进行保
护的法律或伦理规则。１９８８年，奥地利科研伦
理委员会活动依循的法律纷纷出台，它们是医
疗机构法、医药法、医用产品法与大学法。

首次提出建立相应的制度和程序确保良好
的科研行为，是１９８２年由美国大学联盟的科研
诚信委员会在其报告中提出的。同年，美国医
学院协会发布的《维护研究中的良好行为标准》
针对科研人员不端行为的处理给出了相应的原
则和建议。１９８５年，美国国会制定并通过了
《公共卫生拓展法案》，首次对科研不端行为给
予了临时定义，同时要求科研机构制定相应的
政策规范，对科研不端行为进行治理；此外，还
明确规定了科研不端行为处理报告的评审和相
关案例的披露制度。１９８９年，全球第一个以处
理科研不端行为为主要任务的办公室，即美国
国家健康研究院设立的科学诚信办公室才得以
筹建［５］（Ｐ８）。

成立于１９１３年的英国医学研究理事会
（ＭＲＣ），于１９９７年制定并发布了《科研不端行
为指控调查的政策和程序》；１９９８年１２月，英
国研究理事会发表了《关于保障良好科学行为》
的声明［３］。１９９２年，丹麦不端委员会由丹麦医
学研究理事会（ＤＣＳＤ）设立，最初只是负责调查
生物医学领域的科研不端行为。１９９８年起，丹
麦不端委员会调查范围也因此扩展到了所有学
科领域。在德国，１９９６年１２月，德国联邦最高
行政法院的判决制定了处理科学不端行为的法
律规范。１９９７年１１月，马普学会的评议会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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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质疑科研不端行为的诉讼程序》，该文件
在德国首次明确了调查和处理科研不端行为案
件的程序，并在附件中明确界定了科研不端行
为，阐释了对科研不端行为的制裁措施。１９９８
年１月，德国研究联合会通过了《关于提倡良好
科学实践》和《处理涉赚科研不端行为的指
南》［７］。德国第一个正式调查科研不端的委员
会，即德国研究联合会任命的国际调查委员会
更是姗姗来迟，直到１９９７年才应急成立。１９７８
年，维也纳医科大学科研伦理委员会是奥地利
建立的第一个科研伦理委员会。委员会以保护
参与临床实践的人的权利、保障他们的安全作
为首要目的，直到２００８年底，在奥地利科技基
金与科研部的共同提议下，奥地利科研诚信办
公室才得以正式成立。挪威于１９９０年由挪威
教育和研究部设立了国家医疗卫生研究伦理委
员会、国家科学技术研究伦理委员会和国家人
文与社会科学研究伦理委员会；但直到２００７年
才根据《研究伦理和诚信法》，设立了国家科研
不端行为调查委员会［８］。瑞典在２００３年通过
了第一个伦理审查法案———《人体研究伦理审
查法案》，并且出台一系列法律，对保护人的尊
严和动物福祉提供了法律依据。２００４年，瑞典
设立了１个中央伦理审查委员会和６个地方伦
理审查委员会。自２０１０年１月１日起，中央伦
理审查委员会设立了一个科研不端行为专家
组，作为独立的调查机构帮助大学和科研机构
调查科研不端事件。２０１８年６月１５日，教育部
向政府建议并提交立法会审议：于２０１９年９月

１日起，建立一个新的国家机构，即科研不端委
员会，调查科研不端行为［９］。

　　三、医学领域应当大力推进科研诚信制度
建设

　　世界各主要国家大都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到

８０年代，颁布了科研伦理相关的法律法规，设
立了科研伦理审查委员会；对委员会成员的培
训以及对相关领域的科研人员的科研伦理教
育，现在也已基本步入制度化、常规化阶段。在

我国，从１９８７年伦理委员会这个名词首次提
出，１９８８年协和医科大学张琚提出我国建立伦
理委员会的初步设想，１９９１年我国在北京、天
津等地开始伦理委员会建设的尝试，我国伦理
委员会已经历了三十多年的发展，成为涉及人
的生物医学研究中不可或缺的重要角色［１０－１１］。
目前，我国医科大学和大型医院大都已设立了
伦理审查委员会，制定了具体的操作性很强的
实施细则，科研伦理教育以及对科研伦理培训
师的培训皆已步入规范化操作阶段，科研伦理
的制度化建设已基本建成并日趋完备。但是相
比之下，我国各研究机构，特别是医科大学的科
研诚信建设状况与之相去甚远。专门的、常设
的科研诚信委员会或部门基本没有设立，科研
诚信教育基本上还处于“运动式”宣讲状态，对
培训师的培训还没有开启。

另一方面，我国科学界发表在国际著名期
刊上的论文，自２０１５年起被大批撤稿，其中医
学论文所占比例一直最高；２０１７年的施普林格
旗下的《肿瘤生物学》杂志撤稿１０７篇，中国医
学领域的科研论文造假再创新高；第二届国际
人类基因编辑峰会前一天刊出“基因编辑婴儿”
事件，更使我国科学界在国际上“蒙羞”。医学
领域科研不端问题凸显，与该领域的新认知、新
技术突飞猛进、竞争压力大、科研评价机制不合
理等诸多因素相关，但分析其中缘由，也不难看
出医学领域中科研诚信建设的严重缺位。

纵观发达国家，如美国、加拿大、英国、丹
麦、挪威、德国等的医学领域无不重视科研诚信
建设，加强医学领域的科研诚信建设可以说已
是国际普遍趋势。美国的科研诚信办公室是美
国甚至是全球范围内知名度最高的专门处理科
研诚信问题的管理机构，它设立在卫生与人类
服务部助理办公室下，它处理的案件仅仅局限
于与生物医学和行为科学有关的研究领域。英
国医学研究理事会是英国最早出台关于正确的
研究行为和对科研不端行为指控进行处理的机
构。理事会于２０世纪９０年代中期发布了一系
列报告，主要就是关于良好的科学行为、对不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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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为指控的调查程序，以及生物医学和临床研
究伦理等。丹麦不端委员会最初是由丹麦医学
研究理事会（ＤＣＳＤ）设立的，开始时只负责调查
生物医学领域的科研不端行为，现在的调查范
围已扩展到了所有学科领域。２００８年成立的
奥地利科研诚信办公室，现在其成员包括了奥
地利几乎所有的公立大学、高等专科学校以及
大学之外的科研机构与促进机构，担负着对科
研不端事件的调查和处理，推进全国范围内的
科研诚信教育，以及与国际组织进行联系的任
务。尽管如此，奥地利各主要医科大学，维也纳
医科大学、因斯布鲁克医科大学、拉茨医科大学
等仍然高度重视科研诚信建设，特别重视科研
诚信教育、原始数据的保存、出版署名和同行评
议等科学实践活动中的普遍性问题的规约、宣
传和治理。

相比之下，我国虽已建立起全国统一的科
研不端调查和监督机构，但各大主要管理机构
关于科研不端的定义、调查程序、制裁措施、预
防和披露机制等问题还没有达成共识。在这种
情况下，更需医学领域率先建立并完善自己的
科研诚信体制，预防和处理科研不端行为。医
学领域需大力提升科研诚信建设水平，既是医
学领域学术研究活动独特性的要求，也是科研
诚信建设发展的一般规律要求。在世界医学领
域科研诚信建设普遍经验的启示下，提升科研

诚信建设水平，我国医学领域须砥砺奋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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